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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妖猫传》、《刺客聂隐

娘》以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以唐

朝为叙事背景的历史或奇幻类型电

影中都出现了大量与儒释道文化相

关的元素、物象与景观。在源远流长

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种文化

相互平衡，作为意识形态支撑着中国

封建王朝的国家合法性；同时联系着

大量笔记小说、传奇故事，为普通民

众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浪漫色彩。在

日渐发达的电影工业尤其是电子计

算机图形技术的加持下，我国创作者

用诸多视觉元素呈现了中国历史上

包容、开放、多种意识形态冲突并融

的文化盛景，使影片本身在文化与思

想，以及美学表达层面都彰显出浓郁

的东方意境和人文色彩。

儒释道文化物象的

现实性呈现

“物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释

义既包括“比拟辞华，雕镂物象”的

物体的形象或现象，又包括自然的

景物或风景，杜牧的唐诗《题吴兴消

暑楼十二韵》中，“晴日登攀好，危楼

物象饶”描写的物象就是指景物或

风景。南宋魏庆之所编的《诗人玉

屑》卷四中提出广义上的物象，既包

括具有实体的物体的相貌、形状和

现象，又包括自然界的景物、风景：

“摹写景象，巧夺天真，探索幽微，妙

与神会，谓之物象。”例如在以唐朝

为历史背景的影片中，与儒释道相

关的物象不仅指影片中出现的历史

建筑、唐代服装、道具、造型物品等

可视性元素或实物形象，更重要的

是在“探索幽微，妙与神会”的过程

中通过视听语言深藏其中的意蕴。

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

中，简朴而深刻的独特镜头语言下

呈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晚唐气韵，其

中诸多物象的画面细节都富有难以

言传的神韵与质感。聂隐娘自幼被

一位女道士带到山上的道观中修炼

剑法，多年后奉行“杀一人以救万

人”的理念满师归来，希望以刺客身

份拯救藩镇割据、四分五裂的晚唐

帝国。隐娘与师父隐居的道观在道

经中指“城门之南旁高楼”之所，高

山之巅的道观不仅有利于修道者感

悟天地万物之大道，也符合道教“天

人合一”的理念，这样的居所象征着

聂隐娘之师嘉信公主的高贵身份，

以及其作为嘉诚的孪生姊妹却孤高

冷傲，与嘉诚公主截然不同的处事

理念。聂隐娘在秋天学成归来，伴

随着片头字幕出现的是充满东方诗

歌韵味的枯木、秋水、寒鸦、而侯孝

贤以静止不动的长镜头展现。侯孝

贤及其美术团队在进行资料收集准

备的过程中参照了大量唐代古画，

场景设计、建筑搭建、服装道具乃至

人物妆面之后都由翔实的史料和两

岸三地杰出的美术团队联手支持，

甚至坚持不采用人为鼓风，而要等

待自然的山风吹动纱帘，静写动留

白画外，一动一静充满唐风古韵。

在一些平庸的商业片中，普通

的物象在影像画面中往往只作为人

物活动的背景和场所出现，并没有

特定的含义。但在与儒释道文化相

关的电影中，物象却携带着中国传

统诗歌的比兴传统，作为特定意义

的能指体现着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审

美趋向。在《刺客聂隐娘》中，侯孝

贤导演赋予了电影画面以绘画的艺

术表现形式，观众可以在他营造的

影像空间中肆意徜徉。例如上文中

提到的“等风”场景，出现在聂隐娘

回到家后聂宅的场景中，全景镜头

拍摄隐娘、隐娘母亲与奶奶三人端

坐方室，尽管在场景布置上缺乏纵

深，但自然风吹过却在意境和想象

中使整个画面有了浮动与通透的质

感。由于建筑中的“过堂风”一般经

由相对的门、窗、通道、过堂或其他

通道产生，让镜头画面具备无限的

开放性。三位女性的面容和动作在

柔和的自然光下沉静如水，而这场

戏的故事背景则是魏博局势动荡，

田季安的生死、整个魏博的政治博

弈棋局与全片的故事走向，都系在

三位女性，尤其是居于画面正中的

聂隐娘对魏博的感情与理解上。此

处的场景视觉设计、虚构叙事空间

中，侯孝贤以“风”这一自然界的独

特意象生动地表现了东方古典主义

无限悠然又怡然自足的态度。

儒释道文化

在叙事体系中的艺术性表现

虽然物象或与意义叙事的结合

和呈现构成了我国电影对儒释道文

化的重要组成方面，但电影整体中

的影像符号必须与全体意义上的叙

事相统一，无论意象本身包含多么

重要的意义，都必须在唐代的叙事

背景之内进行艺术性的呈现。电影

理论家让·米特里曾经在论述影像

符号与电影的关系是，提到具体的

物体或景致只是隐含在一种关系中

的一个概念的客体化结果，“影像是

其中的一个关系项”。而视听语言

的表达方式不是多幅影像或多个具

体实物在数量上的集合，而是一种

超越了个体关系的整体关系。因

此，孤立画面中单一的影像符号无

论具备怎样的技巧构造，或承担怎

样的叙事功能，都无法标识出明确

的意义和内涵。在与唐朝背景与儒

释道文化产生关联时，电影中的具

体物象呈现在商业电影中往往刻意

追求戏剧性，在好莱坞化的叙事程

式中成为叙事的跌宕起伏，人物活

动起承转合的“人造风景”，本质上

是明显非电影的。

例如，近年来的多部“狄仁杰”

系列电影采用唐代历史题材、宗教

传奇与动作、探案、悬疑结合的类型

电影制作方式，刻意凸现神仙鬼怪

传说的恐怖气氛，前期对神秘紧张

的氛围过度铺陈渲染，但剧本与镜

头却缺乏合理解释与叙事张力，“神

都龙王”、“轮回图”、“无头神将”等

物象符号的呈现脱离整体剧本构架

与古典美学的范畴，无法在唐朝历

史文化的背景中对电影整体产生意

义，也不具备任何审美特质，更有可

能分散电影的叙事作用和叙事功

能，使电影产生大量无意义的冗余

影像和空洞的能指。

在此之前，“狄仁杰”系列电影

的首部作品《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却

将儒释道文化与唐代风物的艺术性

结合，成功地表现在剧情架构、影像

画面、故事逻辑中的多个方面。武

则天登基之前为表自身宽厚礼佛之

心在长安城修建了高达三百尺的通

天浮屠，竣工之前多名接触过通天

浮屠的重要官员却相继自焚而亡。

狄仁杰等人在武则天的授意下查访

案件，途中发现武后曾不择手段铲

除异党，幕后凶手则是看似忠心于

武后却引起暴政而怀恨在心的监工

沙陀。片中的武则天作为中国文化

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性别和文化

符号，作为女性掌权者被儒家作出

任性自我的负面评价，同时她过人

的治国策略历朝历代都备受赞誉，

而与武则天相关的重要意象“通天

浮屠”也是读解片中儒释文化的重

要符号：“浮屠”为梵语中佛陀的转

音，《广弘明集》中写道“浮图，或言

佛陀，声明转也，译云净觉。灭秽成

觉，为圣悟也”，既可以指佛，又可以

指佛塔。《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立

于莲座之上持有佛塔的武后雕像

“通天浮屠”即以浮屠观音为原型设

计，作为武后崇信佛教的象征标志；

另一方面，高达三百尺的“通天”雕

像却作为强盛国力与高度集中的政

治权力的象征指向了影片中武后的

种种暴行；甚至与道教相关的化作

神鹿下凡的国师陆离，与树有各种

道教神仙造型雕塑的无极观，也是

武后借道教神祇之名扫清异己的秘

密手段。在武后不同寻常的统治

下，狄仁杰和他来自于先帝李治所

赐的亢龙锏则象征着正统的父权儒

家主义反弹力量。片尾处象征暴政

与畸形权力的通天浮屠倒塌，狄仁

杰手持亢龙锏觐见武后，武后面对

亢龙锏立下了勤政为民的誓约。在

这部电影的艺术组成中，象征佛教

与畸形权力的通天浮屠、取自道教

但服务于集权政治的神鹿与道观，

以及象征传统保守力量的亢龙锏等

影像符号都在获得了艺术性呈现的

同时隐含在电影叙事体系的整体结

构和联系中，本身作为历史叙事中

的虚构成分与奇观元素，甚至是电

影情节和叙事的重要转折点与叙事

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叙事体系

几乎完美地融合。

儒释道文化的传承

与东方古典主义美学探索道路

无论是现实性的物象与精神情

感的结合、或物象符号在叙事体系

中的艺术性表现，都在对儒释道文

化的呈现中结合了在东方古典主义

的传统美学，涉及了对主客观审美

的看法问题。现实中呈现的客观物

象只有作为带有情感寄托及信仰色

彩的静物与风景才具有特定的含

义，这就要求创作者在主观的创作

空间内把物象设定成相应的意象。

正是因为意象的发现和意境的产

生，才使得电影中的物象具有了丰

富的所指内涵。因此，电影中的物

象和物象组合总是在形成特定含义

的意象或多种意象的同时，形成艺

术作品特定的风格和古典美学的意

境。

“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

尔造极，或精思愈殊。”刘勰在《文心

雕龙》中精辟地指出了物象隐喻的

多重的审美特征。而这一特征本身

就是带有道家与佛教思想色彩的。

禅宗马祖道一的“心不自心，因色固

有”否定了纯粹外在于人或主观内

在的美一方面；换言之，实物之美来

源于对具体之物实体性的超越，另

一方面又是对实体性的自我的超

越，这种气象和格局在克服主客二

元对立和自我超验性、营造独特审

美意蕴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以唐朝为背景的影片

中对儒释道文化的呈现逐渐增加，

而这三种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也

在我国电影东方古典主义美学风格

形成的过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以

画圣吴道子为原型创作的个人传记

类型电影《画圣》中的画圣形象为国

内民众所广泛接受，影片中展现吴

道子的非凡画技与个人信仰时既体

现了为民作画的儒家风范，又体现

着一代画圣的超凡气节与飘逸画

风，更有心怀慈悲以画济世的品格；

《大唐玄奘》也以玄奘去佛经的故事

为蓝本，致力于在电影这一艺术形

式中与玄奘一般寻找理想中包容诸

法、淳朴光明的艺术形式；玄奘孜孜

不倦的探索精神也指向了宏阔的视

野与东方美学的传承交流：唐代繁

荣的物质文化，及其沿着丝绸之路

探索整个世界的友好交往。

当下华语唐朝题材电影中的唐

朝景观，是以商业电影为主流的电

影市场在市场导向下，对历史、古

装、爱情、魔幻、动作等类型片要素

的糅合。这些具有“景观唐朝”意味

的影片基于市场诉求，经常倾向于

以奇特的文化形象来表现电影中人

物的情感、情绪和精神世界，但漠视

文化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和

人文色彩。如何在吸引观众的同

时，注重传统文化想象与创作主体

现代审美的结合，赋予儒释道文化

以独特的创作物象和艺术形态，在

叙事、商业、美学上对儒释道文化进

行景观再造和视觉重建，生成一种

富于美感与思想性的叙事意境，是

唐朝题材电影围绕儒释道文化进行

的创作实践中十分重要的问题。

（张可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

士研究生；刘晓，上海建桥学院讲师）

以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

大无畏英雄主义为价值旨归的“红色

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电影类

型与电影现象。新世纪以来，冯小刚

导演的《集结号》，陈国富、高群书导

演的《风声》，管虎、郭帆、路阳三位导

演联合执导的《金刚川》等新的“新红

色电影”，再度聚焦20世纪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历史，在时而庄严肃穆、

时而轻松幽默的叙述格调中重述革

命英雄主义，在现代电影与时代经验

中重构经典红色传奇，将革命精神与

人文主义相结合，在富有温情与历史

现实关怀的主题导向中重新解读重

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

诸多可资借鉴的叙事策略。这些叙

事策略不仅为今后的红色电影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启发着中国

民族电影汲取历史教训，超越定型化

的人物塑造，积极从艺术规律与市场

规律出发传递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

类型化的叙事思维

与叙事方式

“类型片”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

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及其明星制的

电影工业市场实践。20世纪初期，好

莱坞出现了在主题情节模式、人物类

型、视觉造型和影像风格等方面相类

似，可以在大制片厂制度下批量生产

的类型电影，其中代表有西部片、侦

探片、喜剧片、歌舞片等。某个特定

类型片种内具有某种可复制性，同时

又有特殊的意识形态消费机制。由

于类型片具有重复的情节动机、循环

的类型形象、标准化的叙事模式和特

定的表达内涵，因此成为广受 21 世

纪业已成熟的电影市场欢迎的模式，

也出现了与中国传统红色电影相互

融合借鉴，在类型电影以正邪双方对

抗为基本构架、对娱乐性与观影快感

追求的基础上，加入了弘扬革命精神

的尝试。

以《风声》为例，这部讲述抗战期

间日伪军从司令部内找出潜藏的北

平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老鬼为主线的

影片，在叙事策略上整体上与传统的

红色电影相比，接近于一部典型的谍

战悬疑商业片。片中五名受到日军

怀疑的伪军干部被软禁在封闭的海

边别墅裘庄中，五人要在五天期限内

保全自己，同时一边应对日军的酷

刑，并小心观察其余四人，安全地离

开裘庄。“谁是卧底”的悬念设置与

“杀人游戏”式的剧情设计，使得整部

电影的叙事结构与情节设计都充满

了叙事张力；而光照上强烈的明暗对

比、服装道具上考究的家居摆件与服

饰、封闭的海边别墅这一充满希区柯

克风格的场景设置，都使观众在一定

程度上联想起好莱坞悬疑电影的风

格。以角色死亡与找出卧底来推进

的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情节设置，

与将真实的革命理想隐藏在表象下

的角色张力，还有在平静生活下暗流

涌动的场景安排，都表明影片的创作

者不仅了解并运用了大众文化的生

产与传播规律，而且充分理解大众消

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审美旨

趣。用“谍战”、“暗杀”、“悬疑”等手

法包装起来的讲述一个看似平凡不

起眼、毫无嫌疑的卧底人物如何在绝

境中自我牺牲、传递情报从而感动观

众，获得理解的现代传奇早已经是好

莱坞悬疑片中常用的剧情模式，但

《风声》不仅将红色电影与谍战片相

结合，在红色电影的脉络中还一反

“十七年”电影中类似于《霓虹灯下的

哨兵》的“抓特务”模式，首次将我方

情报人员设置为处于危险中的间谍

形象。

影片最后，当观众知晓卧底不止

一名，而五人中的最后的“老鬼”竟是

外表美艳，洒脱娇纵的顾晓梦之时都

感到了深刻的震惊感；而以顾晓梦死

前在内衣中绣下的独白向观众自述

的身世与革命理想则更加给人从未

有过的震撼体验，一个慷慨就义，为

革命理想从容就义的英雄人物形象

赫然而立。影片在有限的基本叙事

元素和叙事模式中大胆地进行重新

组合与重新嫁接，塑造了顾晓梦这样

一个极具牺牲精神又充满女性魅力

与迷惑性的谍战形象，以新颖的形式

向观众传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与大无畏精神；同时使电影文本呈现

出新的多元化的审美趣味，从而使

“红色谍战片”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确

立，顾晓梦的扮演者周迅也几年后在

同类型的《听风者》中再度出演共产

党情报人员张学宁，演绎解放战争情

报战中监听敌方电台的701部队中，

侦听人员与我方卧底之间的信念传

递与脉脉情愫。

与《风声》一样，《听风者》除了具

有相对稳定的红色基因与敌我矛盾

的叙事系统等类型基本特征，又有着

爱情的局部变奏。值得借鉴的是，

《风声》与《听风者》没有仅仅只是借

助类型形式与视觉冲击来演绎许充

满奇观景致的“革命秘史”，而是能够

站在高屋建瓴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在

虚构与现实、娱乐与教育之间充分展

开关乎“历史”、“革命”、“浪漫爱情”、

“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等经典命题

的新创作与新思考。

事实上，电影研究中的“类型电

影”一词在我国的引入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但在此之前，中国红色电影就

在革命历史题材、主要人物和英雄人

物的设置、以弱胜强的叙事模式、革

命叙事元素和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

相对一致性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类

型特征；场景分镜、照明布光、演员调

度上“敌暗我明”、“敌俯我仰”、“敌冷

我暖”等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高度符

合类型电影的叙事特征。

换言之，“红色电影”与“类型电

影”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伸缩

性很强的范畴，因此两者之间的结合

具有潜在的必然性。从叙事思维与

叙事方式角度看，《风声》与《听风者》

开创了经典红色电影与谍战悬疑类

型片结合的先河，在国产主旋律电影

创作上迈出了富于建设性的坚实步

伐，成为对超越常态“红色电影”的成

功探索。同时，由于类型电影本身因

循广为接受的定型进行叙事，其叙事

方式一是依据传统认知和普世价值

形成的固定图像系统与特定图谱，因

此与不同类型电影的结合也为红色

电影寻觅到新的题材空间和新的叙

事可能性，从而丰富了红色电影本身

的类型化创作。

英雄形象的平凡化

传统红色电影在开放市场中逐

渐被淘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中

对定型化的无产阶级工农革命战士

“高大全”的刻板描画、突出正面人

物、英雄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的“三

突出”原则也与艺术规律本身相悖，

尤其在面向丰富、复杂立体的大众文

化角色之前很难受到当下观众的青

睐。新世纪以来，《集结号》、《我不是

王毛》、《金刚川》等“新红色电影”在

角色塑造上结合21世纪自由开放的

时代精神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和

实践，在传统正面角色与英雄角色的

塑造上实现了很大突破。这些影片

的角色塑造与精神立意同主流意识

形态及大众喜好之间保持了某种“共

谋”关系，在坚守爱国主义的主流文

化立场和革命意识传统的同时成功

塑造出了诸多平凡却极能引起观众

共鸣的英雄形象。

冯小刚拍摄的《集结号》中，解放

战争时期，谷子地作为连长带领九连

47名战士坚守阵地，他在未听到集结

号响的情况下按照与团长的约定坚

守阵地，全连战士除谷子地重伤外全

数牺牲。伤愈后的谷子地艰难地与

修改了编号的部队取得了联系，最终

为牺牲的战友们争取了应有的烈士

荣誉。影片以炮弹轰鸣的战场开篇，

却没有采用传统的以战争发展我主

要故事的情节设置，也没有过多渲染

战争中的英勇行为，而是以九连战士

的牺牲先将爱国主义精神的情节直

接展现给观众，再通过谷子地这一平

凡的线索人物，带着伤病与误解为

“失踪”的战士们正名的过程，展现革

命先烈们不求回报、不惧牺牲的爱国

主义情怀。《集结号》中谷子地与众多

正面角色的平凡与伟大贯穿着新世

纪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传统与历史

的追忆和神往色彩，使红色革命历史

题材中新英雄形象在普遍的“高大

全”刻板形象套路中脱颖而出，显现

出“红色文化”在新世纪大众文化中

的时代精神。

赵小溪执导的《我不是王毛》则

在轻喜剧的基调下讲述了抗战时期

一个并无理想与目标的小人物阴差

阳错地参与革命，最终成长为坚定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其男主

角狗剩人物塑造的正面性与英雄性

不像传统红色电影那样强烈直接，却

在离奇波折，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中

呈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革命思想逐

渐成熟的过程，别有真实与深刻之

感。狗剩出身贫农家庭，被父母送到

少林寺学武归来，为了迎娶同村姑娘

杏儿多次为了军饷参军，再在战争中

逃回故乡。在偶然参与共产党队伍

后，狗剩在政委的革命思想熏陶下决

定不再逃跑，坚定地踏上了革命的道

路。狗剩在片尾处的英雄牺牲与牺

牲后彩色画面呈现的美好幻想，带着

深刻的哀痛与温情将影片的革命情

怀推了顶峰，提醒观众抗战的胜利是

千千万万个像狗剩一样有血有肉、心

怀梦想的普通士兵不畏牺牲换来

的。这样的情节设置将英雄角色大

无畏的革命情怀还原为普通人也能

触及的为建立新中国的“大我”甘愿

牺牲“小我”的主旋律的基调，感动了

无数观众。

2020年，《金刚川》再次为红色电

影塑造英雄角色的策略作出了新的

示范。该片以1953年志愿军战士与

美军轰炸机在金刚川上围绕着一座

木桥的争夺展开，配备着各种先进武

器的轰炸机与战斗机不断轰炸木桥，

志愿军战士们再以血肉之躯顶着炮

火和泥浆，在几个小时内重新修复。

在短暂的创作时限与艰巨的创作任

务下，三位导演分别选取了不同角度

对同一时空中发生的桥梁争夺战展

开了三段迥然不同的叙述，分段式的

情节设计使本片的角色设计倾向于

集体群像，即使是主要的张飞、关磊

等角色戏份相对之下也并不突出。

可以说，本片真正的主角是以血肉之

躯构成“人桥”的志愿军战士们，三位

导演都使用了明暗对比强烈、调度考

究的全景镜头来表现这些史诗般的

集体战斗场景。在接受采访时，执行

导演田羽生与总制片人梁静都特别

提到了扮演志愿军战士们的一千多

位武行演员；《金刚川》正是通过这一

精神力量，向抗美援朝战争中前赴后

继的无数无名先烈致敬。无论在电

影创作还是史实上，《金刚川》都是靠

着无数“无名者”的付出才完成了“不

可能的任务”。

综上所述，《集结号》、《我不是王

毛》、《金刚川》三部电影讲述的都是

普通士兵为国出征、完成任务的故

事，这种普通士兵作为历史叙述的动

力和主角、以普通人为革命叙事主体

的叙事策略，与新世纪普遍的爱国主

义精神与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人

民主权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在令人

热血沸腾的战争场景之外，让观众通

过平凡人的情感感受将革命精神与

爱国主义传统内在于自身，从而受到

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洗礼，观影过程

也构成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革命教

育实践。

（作者为广西财经学院新闻与文

化传播学院广告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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